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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妇科恶性肿瘤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女性各类疾病中均位居前列。妇科恶

性肿瘤起源于女性生殖器官，通常依据发病部位进行分类，其中卵巢癌（ovarian cancer，OC）、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及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A）是较为常见的几种类型。目前妇科恶性肿瘤多采用以手术、化疗及放疗为

主的综合治疗，其中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实际临床治疗效果常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药物毒

性导致的不良反应和部分患者对药物的耐药性、不敏感性，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最新研究表明，同一类

型的肿瘤在不同个体间呈现出显著的生物学特性和药物反应异质性，这是导致临床上对同一种妇科恶性肿瘤采用相同药物

治疗方法却产生不同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实现妇科恶性肿瘤的个体化精准治疗，迫切需要建立与人类肿瘤高

度相似的体外模型进行临床研究。药物筛选是一种用于识别和评估具有药物活性及潜在治疗作用化合物的技术，其通过对

不同药物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可为医师提供科学的用药指导，避免盲目试药，减少患者的治疗痛苦和经济

负担。类器官模型作为药物筛选和个性化医疗的一种创新手段，在探究妇科恶性肿瘤治疗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类器官是

一种在体外由干细胞进行三维培养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组织类似物，能高度模拟体内组织结构及功能，并展现出

与人体器官极为相似的组织学和基因型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患者源性癌细胞模型、患者源性异种移植瘤模型等传

统肿瘤模型的局限性，已成为肿瘤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为妇科恶性肿瘤药物筛选研究搭建了一个更具生理学相关性的

实验平台。因此，本文将对几种临床前癌症模型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回顾类器官技术的发展历程，阐述妇科肿瘤类器官的

建立以及其在OC、EC及CCA药物筛选中的应用，同时探讨类器官技术在当前应用中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愿景，旨

在为未来的医学研究，特别是新药研究和个性化医疗研究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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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s are among the leading diseases threatening women’s lives and health, with the highes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s among all female diseases. These tumors originate from female reproductive organs and are typically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affected site. Ovarian cancer (OC), endometrial cancer (EC) and cervical cancer (CCA) are the most common 
types. Currently,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s are primarily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surgery,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where drug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However, the actual clinical effectiveness is often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adverse reactions due to drug toxicity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and insensitivity observed in some patients, which 
limit improvements in patient survival rate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ame type of tumor exhibits significant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ug response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which is a key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varied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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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when using the same drug treatment for the same type of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 To achieve individualized and 
precise treatment for gynecologic malignant tumor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in vitro models that closely resemble human 
tumors for clinical research. Drug screening is a technique used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compounds with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s, providing doctors with scientific guidance on drug use, thereby avoiding blind drug testing and 
reducing patients' therapeutic pain and economic burden by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rug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Organoid 
models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as an innovative drug screening tool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for treating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Organoids are tissue-like structures with a specific spatial arrangement formed in vitro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cell culture, capable of highly simulat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issues in vivo and displaying histological and g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very similar to human organs. This approach has largely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umor models, such as 
patient-derived cancer cell models and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models, becoming an essential research tool in oncology. It 
provides a more physiologically relevant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drug screening studies of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preclinical cancer models,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rganoids, 
and described the establishment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organoi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drug screening for ovarian, endometrial, 
and cervical cancers. Additionally, we discussed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organoid technology in its application and envisione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future medical research, particularly in new drug discovery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Key words］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Organoids; Drug screening; Personalized medicine

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1］显

示，中国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年

新发病例数达11.93万例，发病率约为17.69/10
万，死亡病例数达3.72万例，死亡率约为5.53/10
万。卵巢癌（ovarian cancer，OC）、子宫内膜

癌（endometrial cancer，EC）及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A）等妇科恶性肿瘤对女性健康造成

了巨大威胁。目前，妇科恶性肿瘤多采用以手

术、化疗及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其中化疗在提

高手术治愈率和减少复发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一些患者对化疗药物敏感性较低或产生耐

药性，限制了其生存率的提高。为了有效地解决

患者耐药的临床问题，实现对不同患者的个性化

治疗，掌握高效而精确的药物筛选技术至关重

要。药物筛选是通过合适的筛选模型和有效的实

验方法，对药物的活性和作用靶点进行筛选，从

而发现具有一定生物学功能的药物，并将其从实

验室研究引入临床试验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

中，药物筛选模型的选择和优化尤为关键。

传统的患者源性肿瘤细胞（patient-derived 
tumor cell，PDC）模型和患者源性肿瘤异种移植

瘤（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模型

在药物筛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但它们各自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1）。PDC模型虽然培养

条件简单、体外扩增较快，但其在培养过程中无

法模拟肿瘤三维生长的肿瘤微环境，从而丢失肿

瘤细胞的生理学特征和异质性。PDX模型可充分

模拟肿瘤与体内环境作用的基本过程，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PDC模型的不足，但PDX模型的建立

通常需要4~8个月的时间［4］，其维护则需要更长

时间的观察和传代，才能确保模型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然而，模型的维护成本高昂，包括小鼠的

饲养费用、实验设备的维护费用以及实验人员的

劳务费用等［5］。由于PDX模型是患者来源的，

因此模型的个体差异较大，数据可靠性和可重复

性难以保证。不同患者之间的肿瘤组织存在差

异，即使在同一患者体内，不同时间点的肿瘤组

织也可能存在差异。此外，由于小鼠的免疫系统

被抑制，模型的免疫微环境与人体存在差异，这

也可能影响数据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进一步增

加了模型维护和通行的难度［6］。因此，在肿瘤

研究领域，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开发更为先进的

三维诊断模型。

患者源性肿瘤类器官（p a t i e n t - d e r i v e d 
organoid，PDO）是利用成体干细胞或多能干细

胞进行体外三维培养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

构的组织类似物。相较于PDC模型和PDX模型，

PDO模型虽其成本高昂、培养技术繁杂，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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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多次传代不仅可以保留原始肿瘤的异质性，

而且易于维护和扩增，可应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

或辅助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订［7］。除此之外，

PDO模型可允许不同来源肿瘤样本（如来源于穿

刺活检、胸腔积液、循环肿瘤细胞）的扩增，从

而对不同分期肿瘤进行建模。尽管类器官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人体器官，但其能在结构和功能上

模拟真实器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模拟体内组织结

构和功能，并能长期稳定传代培养［8］。总之，

类器官模型以其高度稳定性和癌症同源性等独特

优势，正逐渐在生物样本库构建、疾病建模、药

物测试与筛选以及个性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展现出

应用价值。本文概述类器官技术的演进历程，详

细介绍妇科肿瘤类器官的构建及其在药物筛选中

的应用。

表1  临床前癌症模型的优缺点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eclinical cancer models

Cancer model Advantage Disadvantage Reference

PDC
① Cost-effective;
② Amenable to high-throughput assays; 
③ Available for genetic manipulation

① Require immortalization, hard to initiate;
② Poor tumor heterogeneity;
③ Largely lost physiological features

［3］

PDX
① Capture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② Allow tumor-niche interaction;
③ Allow metastasis development

① Costly and time-consuming;
② Hard to maintain and passage;
③ Unamenable to high-throughput assays

［4-6］

PDO
① Capture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② Easy to maintain and passage;
③ Amenable to high-throughput assays

① Relatively costly;
② Complex culture techniques;
③ Lack of a variety of interstitial cells in a similar environment

［7-8］

1  类器官的发展过程

类器官是一种在体外重现人体组织和器官生

物学特征的三维细胞结构［9］，尽管当前对其定

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公认其必须满足3个核心要

素：① 必须涵盖建模器官中至少一种以上的细胞

类型；② 必须能重现建模器官的某些特定功能；

③ 其细胞间的组织结构需高度模拟建模器官的组

织结构。

类器官培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在

众多的开创性实验中，1907年Wilson［10］发现了

机械分离的海绵细胞可以重新聚集并自组织成为

新的具有正常功能的海绵有机体，这一细胞的自

组织现象在类器官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自

1980年起，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富含胶原蛋白和层

粘连蛋白的基质在三维环境中培养细胞。在此背

景下，Pellegrini等［11］在人健康眼睛的角膜缘滋

养细胞上成功培养出角膜缘干细胞，并将其移植

到受损的眼睛中，这一成果标志着类器官技术

发展的起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2009年Sato 
等［12］成功地从原代肠组织中分离出Lgr5＋干细

胞，这是一种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的G蛋白偶联

受体5的干细胞，通过将这些干细胞接种于基质

胶进行三维培养，并补充肠上皮生长所需的生

长因子，最终成功地培养出肠道隐窝-绒毛类器

官，这一创新实践为类器官的概念赋予了更丰富

的内涵。随后这种方法也成功地应用于胃、胰

腺、结肠和肝脏等类器官的培养中，推动了类器

官培养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干细胞技术、定向

细胞培养及三维组织培养等前沿科技的迅猛进

步，已引领类器官研究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速发展阶段。Nature Methods杂志更是将类器官

技术评选为“2017年度技术”［13］。与此同时，

类器官在模拟人体器官发育、推动精准医疗实

践、再生医学探索、药物筛选优化及疾病模型构

建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2022年12月美

国颁布了《FDA现代化法案2.0》［14］，这一里程

碑式的立法变革，取消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于此类药物进行动物实验的强制性要求，转而支

持并鼓励在临床前研究中采用类器官等创新替代

方法作为动物实验的补充或替代，进行药物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评估，为类器官研究领域的蓬勃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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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妇科恶性肿瘤类器官的建立

2.1  肿瘤类器官的建立

当前，建立肿瘤类器官的主流方法主要有

两种。第一种是基质胶悬滴法，它利用浸没式细

胞外基质，将源自患者肿瘤组织或活检样本中具

有增殖分化能力的肿瘤细胞、多能干细胞等悬滴

于基质胶中，并覆盖含有类器官培养必需成分的

培养基［15］。第二种是整体培养法，是将源自患

者的肿瘤组织与胶原蛋白混合而形成能够保留肿

瘤微环境成分的球状体，然后将其注射到能够

提供动态血管流动、输送化学物质和营养物质

的微流体培养装置中，以模拟体内的动态代谢 
过程［16］。

2.2  基质胶悬滴法在妇科恶性肿瘤类器官建立中

的应用

细胞外基质作为细胞生长的支架，不仅为细

胞提供附着、生长和分化的场所，还模拟细胞生

长的天然环境，有力地促进类器官的形成，并保

障其生理学功能的维持。因此这种方法得到了广

泛应用。

Kopper等［17］提出了一种有效的OC类器官

培养方案，他们首先从原发肿瘤或转移病变中采

集组织，解离出肿瘤细胞，随即将这些细胞悬浮

于基膜提取物中，通过涂覆和补充培养基，成功

建立了OC类器官模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

培养基中加入氢化可的松、毛喉素和调节蛋白

β-1，显著提高了OC类器官的形成效率。Rinehart
等［18］开发了一种在体外培养人子宫内膜腺上皮

的方法，利用不含血清的培养基，结合基质胶作

为细胞培养板涂层，使细胞以单层形式生长，随

后自发形成腺体或类器官结构。随后Maru等［19］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了EC类器官培养方法，

他们将解离出的癌细胞在固化的基膜培养物上培

养过夜，然后用另一层基膜培养物覆盖活细胞。

这种方案将类器官的培养成功率从45%大幅度提

升至90%。Boretto等［20］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培养

基成分对EC类器官生长的影响，发现WNT信号

增强剂RSPO1是类器官生长不可或缺的因子，并

通过调整培养基成分，实现了EC类器官的长期

体外增殖。此外，Maru等［21］首次成功地建立了

基于宫颈透明细胞癌患者的肿瘤类器官模型，他

们将患者来源的细胞种植在固化的基质胶上，并

在无血清的培养基上播散，形成具有多个出芽的

小型或大型固体结构，这些结构在包埋基质胶中

连续传代后依然保持生长，并成功培养了长达6
个月。

2.3  整体培养法在妇科恶性肿瘤类器官建立中的

应用

相较于传统的2D培养模式，整体培养法独具

创新性，它在三维空间中模拟了肿瘤细胞的自然

生长环境，更接近生物体内的真实情境。这一方

法显著增强了模拟肿瘤侵袭和转移过程的能力，

从而提升了预测肿瘤对各种治疗反应的准确度。

Neal等［22］巧妙地利用气液界面培养法将肿

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类器官培养，发现来自原发

肿瘤碎片中的成纤维细胞与各种免疫细胞群（如

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能够在这种培养

环境中持续增殖数周，同时保留了原始肿瘤中T
细胞克隆的多样性。目前气液界面培养法已在黑

色素瘤、肾细胞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肿瘤的

免疫检查点疗法中初步应用［23］，但其在妇科恶

性肿瘤领域的探索仍处于初始阶段。Dong等［24］

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他们研发了一

种可以提供连续、可控的氧气递质和药物的灌注

空气培养系统，将新鲜的人卵巢肿瘤组织放在自

制灌注空气培养系统上进行了交替培养，发现顺

铂处理能够诱导caspase-3和PD-L1表达裂解的增

加，凸显了不同患者对药物治疗反应的异质性。

Tian等［25］将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结

合，并采用改进的基质胶和气液界面培养方法，

首次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子宫内膜 -腔上皮复合

体，这一复合体不仅重现了人类子宫内膜的解剖

学结构、细胞组成及激素诱导的月经周期变化，

还展现了其基因表达谱及动态纤毛发生过程。这

些突破性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

具，为拓展未来的治疗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类器官在妇科恶性肿瘤药物筛选治疗研究中

的应用

通过建立肿瘤类器官模型和肿瘤类器官库，

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药物的抗肿瘤活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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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毒性，并确定药物作用靶点以及进行药敏性筛

查等工作。这一模型的引入，有望为妇科恶性肿

瘤的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3.1  OC

OC是全球第三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每年

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24万例，患者5年生存率低

于45%［26］。鉴于OC的高度异质性，对肿瘤异质

性的准确评估在预测耐药性和探索有效治疗方法

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多项研究致力于建立和应用OC类

器官模型以推动治疗进展。Kopper等［17］构建了

56个OC类器官模型，成功率高达65%，这些模

型几乎涵盖了OC所有的病理学类型（如浆液性

癌、黏液性癌、浆液性交界性肿瘤、黏液性交界

性肿瘤、子宫内膜样癌和透明细胞癌等），为疾

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Phan等［27］则创

新性地利用96孔板，通过环形接种来自细胞系或

手术标本的单细胞悬浮液，构建了一个小型高通

量的类器官筛选系统，并成功地培养出2例高级

别浆液性OC患者和1例OC肉瘤患者的类器官，

为实现高通量药物筛选奠定了基础。Gotimer 
等［28］建立了一个源自高级别浆液性OC的短期

类器官平台。而Nanki等［29］则对23种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物进行了敏感性测试，

结果证明这些类器官模型在个性化治疗药物的

筛选中具有巨大潜力。Hill等［30］通过构建33个
高级别浆液性OC类器官，并开展药物敏感性分

析，准确预测了对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基

因Rad3相关激酶（ataxia-telangiectasia and Rad3-
related，ATR）抑制剂、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

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

剂和prexasertib等药物的敏感性。Kopper等［17］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类器官模型对临床化疗药

物的敏感性，并揭示了患者内部和患者间的异

质性。此外，不同患者来源的OC类器官对于常

用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反应的差异性也进一

步验证了其在药物筛选中的适用性［31］。然而，

临床上OC治疗常采取联合用药方案。为此， 
De Witte等［32］的研究将基因组测序的OC患者纳

入实验，对卡铂和紫杉醇的联合药物作用进行

了研究，结果显示，OC类器官在药物反应上同

样呈现出患者间和肿瘤内部的异质性。这一发

现使得类器官药物筛选模型更贴近临床应用。

尽管免疫疗法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和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 e a t h - 1， P D - 1） /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 - 1
（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抑制剂在

OC治疗中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已有研究［33］

发现类器官在免疫治疗研究中的价值，然而，目

前尚无报道证明类器官-免疫细胞共培养技术可

用于预测免疫治疗的临床疗效，这一领域在OC
中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3.2  EC

EC作为女性群体中第5大常见癌症，位列妇

科恶性肿瘤前列，其发病率逐年上升［34］。近年

来，EC类器官取得了显著突破。Rinehart等［18］

成功开发了一种在体外培养人子宫内膜腺上皮的

方法，这一创新方法为构建生物库、运用高通量

测序技术深入探索EC的分子类型和遗传特征提

供了平台。Higa等［35］利用96孔或384孔微板，

开发出高效的高通量筛选测定方法，通过细胞活

力测定法精确测量细胞中腺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的量，以评估抗癌药物的实

际效果。Girda等［36］通过构建EC类器官模型，

证实紫杉醇、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信号转导及转

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抑制剂对EC类器官的生

长具有抑制作用，并通过分析单个肿瘤的内分

泌谱和药物敏感性，发现STAT3抑制剂BBI608有
望成为EC的新型靶向治疗药物。此外，Tamura 
等［37］聚焦对标准治疗药物（如紫杉醇和卡铂）

高耐药性的患者，通过建立相应的类器官模型，

验证了硼替佐米、卡非佐米、地那昔布和帕诺比

诺司他对这类患者的肿瘤细胞生长和增殖具有显

著抑制作用，为开发EC治疗新方案的研究提供

了更多选择。目前，EC类器官已在化疗和免疫

治疗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3.3  CCA

C C A是全世界女性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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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尽管随着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疫苗的广泛接种、癌前筛查的普及

和及时的手术治疗让CCA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显

著下降，但转移、复发的CCA却很难达到彻底根

治，也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38］。目前，临床

上缺乏能精准评估CCA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

因此，急需一种能够基于肿瘤特性预测患者治疗

反应的新型临床模型。

Seol等［39］从CCA不同亚型中构建了4种类

器官，并发现它们对蛋白酶体抑制剂和组蛋白

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敏感，但对其他抗癌药物反

应各异，这一发现凸显了癌症内部异质性在治

疗耐药性和个性化医疗中的核心作用。尽管有

关CCA放射疗法的研究较少，但最新研究已揭

示类器官在评估放射敏感性方面的潜力。Seol 
等［39］通过辐射剂量依赖性生存分析验证了肿瘤

类器官对体外照射的反应，并与患者组织学肿瘤

消退分级进行了匹配分析，结果显示，鳞状细胞

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SqCa）和子宫颈

绒毛管状腺癌（villoglandular adeno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VGA）对放疗敏感，而腺癌

（adenocarcinoma，AdCa）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

癌则对放疗表现出耐药性。有研究［40-41］对1组
CCA类器官进行了药物筛选分析，通过绘制剂

量-反应曲线图，深入揭示了CCA类器官对不同

药物的不同反应。这些差异的反应性在药物和放

射疗法中均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当前动物实验受

限的背景下，一个全面的类器官平台能够为我们

个性化地预测不同个体对药物的反应提供可能，

从而为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和开发新药奠定了 
基础。

4  类器官的局限性与展望

在众多肿瘤诊断模型中，PDO模型凭借其独

特的优势正在迅速崛起。然而，肿瘤类器官的研

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要挑战在于

如何精确地模拟真实的体内肿瘤微环境。目前，

肿瘤类器官的构建不能完全复制肿瘤所需血管、

免疫细胞、间质和神经等支持结构，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药物筛选的准确性和个性化医疗的指

导。尽管有研究尝试通过引入免疫细胞和特异性

白细胞介素来维持免疫细胞的功能，但完全模拟

体内真实微环境的类器官模型仍需进一步研发和

应用。其次，肿瘤类器官的建立成本较高，依赖

于大量的细胞因子和基质胶等原材料［42］。目前

PDO模型多采用动物源性基质凝胶或胶原蛋白

作为支撑材料，以构建三维结构，然而这些细胞

外基质中的未知细胞外成分可能会改变肿瘤原有

的异质性，进而影响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重复

性。此外，随着PDO模型和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

发展，PDO层面进行基因操作在妇科肿瘤研究中

的应用前景广阔。Godbole等［43］探讨了细胞外囊

泡可作为基因编辑疗法在上皮性OC中的潜在递

送平台，这为PDO层面的基因操作提供了新的递

送策略。Buckley等［44］利用一种基于游离DNA甲

基化的液体活检方法评估高级别浆液性OC的风

险，为PDO层面的基因操作提供了潜在的分子标

志物。然而，在PDO层面进行基因操作仍面临巨

大技术挑战，例如，PDO模型培养成功率、稳定

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

改进；进行基因操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进一

步验证；跨学科合作和临床试验的加强也是推动

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因此为了实现高通量、高度

同质化的PDO模型生产，并引入自动化操作、智

能监测和精准控制，亟需研发更为尖端的算法和

技术手段［45］。当前，类器官技术正携手生物工

程、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共同推进预测模型

的构建、精准疾病模拟以及个性化医疗方案的制

订，有望重塑我们对体外建模的看法［46］。

随着类器官技术的快速发展，妇科恶性肿瘤

的类器官生物库也逐步建立，这无疑为未来的研

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肿瘤类器官在药物筛选

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在个性化

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妇科恶性肿瘤

患者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疗方案，推动精准

医学在妇科肿瘤治疗领域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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